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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力量的嫁接与传统力量的再生

———基于云南普洱镇沅县苦聪人异地搬迁扶贫的反思

熊开万

（昆明学院 社会管理学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２１４）

摘要：国家层面的扶贫资源与地方价值相契合，进而转化为贫困人口自我发展与自我实现的动力是精准

扶贫中的关键问题。基于云南普洱镇沅县福兴大平掌异地搬迁扶贫社区的田野调查，通过对十余年来苦

聪人脱贫的口述史分析，认为该社区的发展是地方社会成功嫁接与转化国家扶贫力量的结果。由此可知，

扶贫不仅仅是让受扶者的生活更加富裕，更重要的是实现民族传统力量的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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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较少民族地区的扶贫开发问题一直是学
术界关注的重点问题。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国家

层面的扶贫资源与地方价值如何相契，进而转化为

贫困人口自我发展与自我实现的动力。２００５年底
新华社 《云南镇沅苦聪人生活依然贫困》的稿件

刊发以后，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做出了关于

“要贯彻对人数较少的少数民族地区的扶持政策，

采取切实有力措施使苦聪人早日摆脱贫困”的重

要批示，云南省普洱市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

县 （以下简称镇沅县）恩乐镇福兴大平掌苦聪移

民新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经过十余年的

建设，该社区的苦聪人从一穷二白转而脱贫致富，

进而人文蔚起，其扶贫的经历值得借鉴与反思。

镇沅县恩乐镇福兴大平掌苦聪人社区，是温家

宝总理做出重要批示之后，镇沅县政府聚集各种资

源进行建设的成果。作为一个新的少数民族社区，

同时作为云南省民族团结示范社区，该社区苦聪人

与其他民族的互动及共荣，本身极具典型意义。另



外，该社区苦聪人集中了者东、和平、九甲等地的

族源，可以动态地观察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再

生。本文主要从社会发展的视野考察该社区的兴起

缘由，希望可以为其他民族地区的扶贫开发提供启

示及反思。

一、苦聪人的发展主题

苦聪人是生活在中国滇西南边境地区的一个典

型的山地族群，属于拉祜族的一个支系。据说他们

本是天神阿布厄莎么 （即拉祜族的大神厄莎）的

第九个儿子勒地拔的后人。勒地拔从小被宠爱，后

来因不执行厄莎么的律令，被逐出厄莎么的宫墙，

另辟土地生活，这块土地被称为 “锅挫”。勒地拔

在新地开山治水，无意间救起了一条小鱼精，将其

养在自家的水缸里，鱼精感激勒地拔的恩泽，每日

趁着勒地拔不在，变为女儿之躯为他做饭，然后又

跳回缸里，最终为勒地拔发觉。勒地拔向鱼精求婚

得到允许，于是两人组建家庭，繁衍后代，生生不

息。① 后来随着后裔不断增多，受其他民族的压迫

与欺负日益渐深，族人被迫迁往森林居住，“锅挫”

又转为 “锅挫惹”，意为与深山万灵共生共存的苦

灵之人。“苦聪人”一词系苦聪语 “锅搓惹”的音

译和意转。

历史上苦聪人在丛林间凭借刀耕火种的原始

农耕与采集、狩猎的方式生活，创造了别具特色的

丛林生活模式和自由、自然、自主的文化哲学，他

们如精灵般地出没在哀牢深山，游离于中国西南的

史志里，这使得他们的身份与文化充满了神秘的色

彩。据民族史家考证，苦聪人历史上被称为 “戈

搓”“果葱” “苦宗” “小古宗”等，直到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民族志才将他们作为一个

独立的族群记录。民国二十五年 （１９３６年）民政

厅调查，苦聪人有４２７户，人口９６２人，［１］可见苦

聪人家庭规模较小；１９５７年，有记录称苦聪人人

口为２１７７人。一直到１９６４年，昆明军区政治部

编印的 《云南少数民族简明手册》仍将之作为云

南民族之一目，并称：“我国的苦聪人约有三千六

百余人，分布在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金

平 （二千五百余人）、绿春 （八百余人）和西双版

纳傣族自治州的勐腊 （三百余人）”，［２］很显然，这

个数字未包括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者东、

和平等地的苦聪人。

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中期，人们渐渐发现苦聪

人在思茅、玉溪、红河、西双版纳的广大地区都有

分布，１９７７年统计有两万两千多人，１９８２年统计

有两万五千多人。［３］１９８７年，国家民委根据苦聪人

与拉祜族在族源、风俗习惯、语言、体制等方面的

近似性，将之划为拉祜族的一个支系。在过去近一

个世纪里，拉祜族的社会和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特别是１９４９年以后，拉祜族在历史上实现

了三次大的飞跃。一是从刀耕火种的游耕经济直接

向社会主义过渡；二是１９７８年政府安置了从缅甸

返回的拉祜族民众，中国境内的拉祜族全部实现了

定居，在定居农业的基础上进行有计划的采集与狩

猎活动；三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拉祜族地区全面禁

猎，游猎经济从拉祜族的生产活动中被彻底禁止，

转变为以农业为主，结合旅游、服务、外出务工等

多种经营的经济类型。进入２１世纪后，国家加大

了对苦聪人的扶贫工作，绝大多数的苦聪人走出了

居住几十年的茅草房、竹笆房，走进了政府筹建的

新居，苦聪人的春天再度来临。

但相对于我国近年高速发展的经济文化势头而

言，苦聪人不仅在人口上是一个极少数的群体，经

济上也属于贫困群体，贫困人口众多与聚居区经济

社会发展滞后之间的矛盾一直是苦聪人面临的巨大

问题。对镇沅县而言，地方政府采取多种措施促进

苦聪人和苦聪人聚居区的发展，虽取得了一些成

绩，但是与其他民族区域相比，差距仍然较大，特

别是苦聪人发展后劲不足、可持续发展力弱的问题

仍然难以解决。在２００５年镇沅县的经济社会调查

中，全县１５２６３名苦聪人，贫困人口有１３７２９人，

占苦聪人口总数的８９９％，其中６６８元至９２４元的

低收入贫困人口有１２３８人，６６８元以下的绝对贫

困人口有１２４９１人。２００５年末，苦聪人人均纯收

２０１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１８年４月

①参见吴小生、罗富良、罗成臻等编的 《苦聪人的春天》（内部资料）。



入只有１８７元；尤为突出的是１２００多人所生活的

地方基本丧失生存条件，生活简陋，居住在茅草

房、杈杈房、栅片房的特困人口还有６６００余人。①

根据２０１０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

苦聪人有三万多人，其中镇沅境内有拉祜族１７９０６

人，绝大多数为苦聪人。地方政府以中央和各级政

府的帮扶为契机，一方面在当地开展苦聪人的脱贫

致富建设，另一方面，针对一些生产条件过于恶

劣、劳动生产率过低的苦聪人社区实施异地搬迁扶

贫措施。其中，恩乐镇福兴村大平掌苦聪人社区便

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二、镇沅县福兴苦聪移民新村的建设

福兴村委会田心大平掌苦聪人社区又称为

“苦聪新村”，位于镇沅县县城以北９ｋｍ处，是苦

聪人异地搬迁的项目之一，② 同时是目前苦聪人扶

贫计划中最大的移民搬迁点。２００５年底新华社

《云南镇沅苦聪人生活依然贫困》的稿件刊发，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２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做出了

关于 “要贯彻对人数较少的少数民族地区的扶持

政策，采取切实有力措施使苦聪人早日摆脱贫困”

的重要批示。随后各级各部门积极关注苦聪人的扶

贫事业。由国家民委、国务院扶贫办、教育部组成

的调研组深入到了苦聪山寨实地调研，之后即出台

了相应的扶贫规划和措施。在 《哀牢山中部苦聪

人帮扶五年规划》中，计划用５年时间帮助苦聪

人摆脱贫困，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０７年以解决苦聪人的温

饱安居问题为主，实施水、电、路、通讯设施改造

及学校、卫生等项目的建设；后３年时间巩固完善

温饱问题，大力实施产业开发扶贫，大力发展特色

优势产业。

福兴苦聪新村的建设，首先是中央与地方各

级政府及社会力量通力合作的结果。福兴苦聪人

移民安居工程开始于２００６年２月１０日，项目总

投资为１２００万元，建成建设砖木结构安居房５６

万 ｍ２，户均住房面积达 ２８０ｍ２，可安置苦聪人

１０００人左右。其中，上海市委、市政府首先对镇

沅县伸出援建之手，投资５３１３万，建设民房５０

幢１０００ｍ２，科技文化中心１个５０００ｍ２，广场１

个２０００ｍ２，架设人畜饮水管道６８００ｍ２，铺设水

泥路１２０００ｍ２；工程于２００７年１月３１日竣工，

共安置祖居哀牢山自然保护区边缘丧失基本生存

条件的苦聪人５０户３００人。③ 另外，上海市政府

捐彩电２００台及捐资２０万元，为搬迁的苦聪人配

置了基本的生活用品。

福兴苦聪新村的建设是异地搬迁的苦聪人与当

地哈尼族等原住民族生存空间调整的结果。福兴村

共辖１６个村民小组，全村１００１户３７３９人。少数

民族占总人口的 ８６％。全村有耕地面积 ７８８７亩

（５２５８ｈｍ２），林地８９４万亩 （９６０ｈｍ２）。村委会

辖内苦聪新村目前有农户１８５户，人口７３０人，总

耕地面积１６５８亩 （１１０５３ｈｍ２），其中地８０５３亩

（５３６８ｈｍ２），田７６７亩 （５１１ｈｍ２），菜地９４亩

（６２７ｈｍ２），林地 １１０亩 （７３３ｈｍ２），果园 ５７２

亩 （３８１３ｈｍ２）。所占耕地面积总数为全村耕地面

积的五分之一，④ 苦聪新村的耕地面积的来源是政

府与当地原住民协商转让的结果，是普洱市从财政

经费中拿出１７０多万元解决的。根据数字乡村网福

兴村委会的数据，本村委会人均耕地面积 ２１亩

（０１４ｈｍ２），苦聪新村人均耕地面积低于原住民占

有额度。同时，苦聪人作为新迁入者，其土地获得

本属于政府行为的结果，由于政府协商导致出让土

地价格不高，每亩 （００６７ｈｍ２）价格约为 ２０００

元，当地居民对此不满但又觉得无奈，因此，表面

上平静的新旧村落关系与族群关系其实并不平静。

苦聪新村的建设和发展，势必对迁入人口进行

文化整合，才能实现安居乐业。从已入驻的情况来

看，苦聪新村人口来源有九甲、和平、者东等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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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根据镇沅县委宣传部提供的内部资料。

２００５年之后，镇沅共确定了９个异地扶贫开发项目，福兴村田心片区项目是苦聪人扶贫计划中最大的移民搬
迁点。

参见镇沅县人民政府：苦聪新村异地搬迁项目碑 （立于福兴村委会）。

耕地面积未包括林地１１０亩 （７３３ｈｍ２），此数据系以本自然村土地面积比全村耕地总面积的结果。



根据本人在当地曾有的生活经验，报道说苦聪人原

居住地生存条件艰难，“想用泥土做墙都很难凑够”

等与事实不符，过分夸大原居住地的贫穷和边远，

这对于那些未获得搬迁机会的苦聪人及其他民族而

言都是一种伤害。但相比以前世居的哀牢山区，苦

聪新村属于恩乐坝子，土地平整、肥沃，距离县城

仅有９ｋｍ。

根据３６户随机抽样的农户调查结果显示，苦

聪新村的建设改变的不是土地上的产量，而是村

民 “文化生存”的环境。在原来的居住地也能收

获同样多的粮食，但产出不能像现在一样作为商

品出售，这就决定了长期生活于哀牢山区的苦聪

人的处境，即只能维持一种较低且日复一日的生

活水平。农产品商品化是当前农村社会转型最显

著的特点。包括福兴苦聪新村在内，镇沅县将其

他异地搬迁点选址于市场附近，也正是帮扶 “农

产品商品化”极艰难的族群迅速完成致富，而致

富的实质正是交通便利和市场经济带来的农产品

的商品化。

三、形式资源分配与苦聪新村的发展

形式资源是相对实质资源而言的，在苦聪新村

的建设中，土地及房屋属于实质资源的层次，是真

正影响苦聪人移居的决定性因素。在整个移民安居

工程中，确实也存在一些经济生产条件很差却不愿

意迁离原居住地的苦聪人。究其原因，在于新社区

赋予的土地太少，而他们自身不会做生意，或者有

人不愿意离开自己世代生活的 “衣胞窝”（镇沅方

言，称胎盘为衣胞，衣胞窝意为祖辈至于自身血种

传承和血脉交融之地）。而其中一些迁居于苦聪新

村的民众则很在乎这一搬迁过程中的形式资源。这

些资源尽管是名义上的、表面上的和形式上的，但

是对于个体的发展却非常重要。

在镇沅县，自从２００５年底以后，成为苦聪人

本身意味着可以在形式资源的分配中具有一定的优

先权，如子女升学加分、优先得以扶贫、人力资源

提升中的优先培训、文化传承中的优先扶持、居住

地离县城很近、交通便利、市民对无公害农产品需

求旺盛、农业生产专业化趋势明显等等，这些资源

配置一定程度上是政府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方

式。但对于实质资源一定的山区社会而言，形式资

源本身极具稀缺性，民众本身不会在乎 “云南民

族团结示范村”等名义对于个体意味着什么，更

为重视的是他们能在实际生活中得到的利益。

不断有新闻报道、不断有各级领导干部探视、

不断有外来学者进入本地进行人类学、社会学的调

查……一方面是新观念、新思想的传播，另一方面

则是新的馈赠与投资的进入，政府在政策上的倾

斜，更易于加剧形式资源与资本在本地结合。

调查者注意到，“贫困”在整个苦聪新村的建

设中一再被言说，甚至一直是贯穿于整个苦聪新村

建设的报道中，根据笔者对１０９篇对镇沅苦聪人的

宣传报道、调查报告的分析，８０％以上的篇目重复

了居住于 “茅草房” “竹瓦房” “闪片房”，以及

对食物和教育机遇的渴望等描述。而政府在福兴苦

聪人社区建设中的作用便是改变了苦聪人的生活、

生产环境，使不少苦聪人住进了新居，用上了政府

购置的商品。其实质却是促成各种形式资源转化为

社会资本，以更好地弥合民众苦难经历中脱贫的需

求与现实的矛盾。

分析政府的报道，新村的繁荣从其兴建起便成

为宣传报道的重要内容，“水泥路面平坦整洁”“很

快乐的生活着”“两层楼房干净舒爽”等不断重复

提及。需要指出的是，在绝大多数的苦聪人和其他

民族还居住于哀牢山区的实情下，新旧两个居住地

的对比，所获得的不仅是新村建设的合理性，所彰

显的也不是扶贫的成就，而应该是如何总结建设苦

聪新村的经验，更加重视形式资源的公平合理分

配，积极为农产品找市场，扎实推进山区农产品商

品化的进程。

从苦聪移民的实际反应来看，大多数搬迁的村

民除了含蓄的感谢或者表示 “满意、非常满意”

之外，也没有其他的想法表达。但也有少数民众觉

得不甚满意，例如，除了大多数的民众满意于新居

之外，也有少数民众觉得不太满意，例如，有思恋

故地淳朴的人际、风土；也有觉得迁入地土地太

少，难以为生者；有见异思迁者，甚至有投机取巧

者；有极少搬迁户将分到手的房屋和田地卖掉，又

迁回哀牢山区或外出打工者。后者虽然极少，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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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能说明在政府帮扶的社会转型中，有些人转变

快一些，有些人转变慢一些。在此过程中，帮助

异地搬迁的群众整合文化传统，并将之有效地凝

聚为社会资本，最终促进经济资本、社会资本、

文化资本三位一体的健康发展，这是更深层次的

问题。

四、苦聪移民生产收入与消费结构的变迁

日常生产收入与消费结构的变化，是衡量一个

地方经济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指标，民众的生活方

式变化也可从中看出来。苦聪新村居民在搬迁之前，

主要以种植业为主，农闲之余从事副业，经济社会

发展缓慢，农户生活贫困。同时，因深居山区、交

通不便，与外界的交往比较少，信息沟通不畅。

部分苦聪人搬到恩乐坝子之后，外地人员大量

到村寨参观、学习，给新居苦聪人文化带来巨大冲

击，随着交通的发展与市场环境的改善，农产品市

场化加速。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人们对土地的

依赖性逐年减弱。根据对新村３６户苦聪人的口述

史调查，提取其中反映收入水平的情况资料，比较

２００５年 （搬迁前一年）与２００８年 （搬迁后两年），

２０１６年的收入结构，见表１。

表１　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６年３６户苦聪新村居民生产收入

年份 人口／人
年收入来源／元

粮食 牲畜 副业 蔬果 工资 特困收入补助 经商 打工

２００５ １７８ ２８４００ １２４００ ４６００ ４７０ ０ ０ １６００ ２７００

２００８ １３４ ２１５００ ３４０００ ８７００ １２３５０ ６７００ ５３６０ ２１６００ １４６７０

２０１６ １５９ ４３４００ ４５１００ １３４００ １５６００ １７８９０ ６３６０ ３３６７０ １８９００

　　注：１２００８年，所抽样中农户有５户还没有迁入苦聪新村，其数据不进入比较；２资料来源于云南普洱镇沅新农网

信息。

　　根据镇沅新农网发布的信息，２００５年，镇沅

苦聪人均年收入为１８７元，所抽样农户人均年收

入２８２元，属于苦聪人中等收入。２００８年，新村

移民人均年收入比搬迁前增加２５倍。由于苦聪

新村居民分到田地较搬迁前少，并且与周边哈尼

族、汉族等原住民的土地租赁关系尚未建立，因

此粮食收入一项有短期萎缩的现象，但是牲畜、

蔬果、经商、打工等项收入项有明显增加，其主

要原因是苦聪人原来居住地离集市遥远，牲畜、

蔬果基本是自产自销，无法转换成商品增加收入

来源。

迁入移民新村以后，“一根葱、一个蛋都可以

变成钱”，且政府在新村建设时连猪圈、牛圈都设

计好了，加之本地气温适合养殖，所以牲畜收入增

加。另外，迁居民众带来了故乡的勤俭之风，妇女

会做小本生意，如贩卖鸡蛋、蔬菜、野生菌等，这

对家用也是一种补贴方式；男子有的在县城的工地

里劳动、有的饭后骑着摩托车在县城载客，也是挣

钱的渠道。值得重视的是特困收入补助一项，第一

等级每人每月５０元，第二等级每人每月４０元，第

三等级每人每月３０元。该项目对于当前农村而言，

无疑是一个稳定的补充收入来源。

与２００８年相比，２０１６年村民收入稳定增长较

快的项目有粮食、牲畜、工资、打工等，主要原因

是很多农户租赁了原住民的土地和搬迁户的部分土

地，而一些搬迁户直接从田地中解放出来，或外出

务工、经商，或转为菜农、果农，产业结构发生了

变化。苦聪茶厂建立之后，也有农户在里面工作，

有一定工资收入。这意味着搬迁的苦聪人已经完全

适应了本地生活并融入本地社会经济体系，生产收

入朝多元化、理性化的方向转变。

生产方式的变迁带动民众收入结构发生改变，

收入结构的改变引起人们消费观念的转变。消费观

念的转变不仅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也是民众文

化精神生活发展的重要表现。表２为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８

年、２０１６年３６户苦聪新村居民消费支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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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６年３６户苦聪新村居民消费支出

年份 人口／人 生活用品／元 农具／元 农药／元 教育／元 礼金／元 休闲、娱乐／元 出行／元 医药／元
２００５ １７８ １４３００ ２６５０ １１４００ ４３００ ４８００ ９５０ ２３００ １０５０
２００８ １３４ ４１０００ ２５５０ １１８５０ ８８００ ４６５０ １８５０ ５６５０ ２０５０
２０１６ １５９ ６７７５０ ２８５０ １３４００ ２１６００ ６８５０ ６１５０ １７７００ ６２５０

　　注：生活用品一项，根据当地的情况，主要包括米、油、烟、酒、茶、洗漱、服装、肉类等消费支出。

　　从表２可以看出，２００５年 （未搬迁之前）与

迁入早期、２０１６年相比较，消费的项目并没有发

生太多的变化，但是消费支出结构已经发生巨大变

迁。其中农具、农药、礼金的支出无多大改变，主

要是随着物价水涨船高而已，生活用品、教育、休

闲娱乐、出行等项目明显增加，生活用品的增加除

了物价因素之外，主要是居民在穿衣和肉类消费的

增加等原因导致的。

教育支出的增加是村民越来越重视文教的结

果。在３６户中，２００５年前无人家有子女上大学，

仅有１户有子女读高中，因此教育支出较少；现在

有１户有１个大学生，２户有子女上高中，８户人

家有初中生，因此教育支出就明显增加了。出行的

增加是城乡互动的结果，２００５年前，３６户中出行

基本靠步行，费用多用于进县城办事等；２０１６年，

出行旅游成为一些居民的消费方式，有些居民去了

省城甚至更远的地方。娱乐费用的增加主要是由年

轻人带动的，当然，逢年过节的娱乐费用也比以

前多。

医药的消费实际增加较快。２００５年，新型农

村合作医疗尚未真正开展，３６户的医药费主要是

一两户人家的治疗费，其他人家有了病很少看，找

点草药吃吃，硬熬过去。２０１６年，新农合政策在

城乡日趋完善，村民入保就医意识大大提高，不再

为了省钱有病不医，而是选择去县城医院看病治

疗，医疗支出较以往有明显增加。另外值得一提的

是积蓄的增加，苦聪人历史上是无积蓄习惯的民

族，常常是苦一饱吃一饱；２００５年，苦聪人生产

收入减去消费之后，人均积蓄为４８元；２００８年人

均积蓄１１８元，２０１６人均积蓄３５９元。积蓄的增

加，是个人应对生产、生活中的不确定性风险能力

的增加。

从居民生产和消费结构的变迁，可以看出农产

品市场化带来农民收入的增加，同时，也直接导致

民众消费水平的变迁。商品交换及社会交往引起一

系列的变化，这是一个苦聪民众不断融入当地社会

经济的过程，也是苦聪人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还生活在原始社会末期的

苦聪人，耻于经商和商品交换，在进入到市场经济

环境以后，逐渐培育起价值观念及财富积累意识，

开始有了一些发展致富的想法和计划。

居民生产和消费结构的变迁，可以看出农产品

市场化一方面带来农民收入的增加，同时，也直接

导致民众消费水平的提高。商品交换及社会交往引

起一系列的变化，这是个苦聪民众不断融入当地社

会经济的过程，也是苦聪人实现现代化的必经之

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还生活在原始社会末

期，耻于经商和商品交换的苦聪人，在进入到市场

经济环境以后，逐渐转变观念，不仅有了财务积累

的意识，还开始构建发展致富的框架和计划。

五、民族和谐的形成机制

２０１２年，福兴村委会被评为云南省民族团结

示范村，说明了当地民族之间关系的和谐。这是政

府形式资源倾斜性分配的结果，也是苦聪人在迁入

新居后，融入当地经济社会文化体系的结果。福兴

村有苦聪人居住，其实并不是苦聪新村建成之后的

事情。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不断有者东、和平的

苦聪人嫁入本地汉族、哈尼族社区，形成民族杂居

的态势，这本身为本地的民族融合奠定了较好的基

础。苦聪新村项目落实以后，新迁入的苦聪人家面

临着内部的文化整合与邻村文化融合的难题。

如果说文化是生活方式加上支撑该种生活方式

的价值与原则的话，那么苦聪人内部的融合应该是

比较容易达成的，因为苦聪人本身是一个内部重视

团结，热情好客的民族。关键是横于新迁入苦聪人

与当地哈尼人、汉人社区融合之间的障碍恰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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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上的差异，而是生存空间的竞争与相互对比之

下的失落感。如果说土地、房屋等实质资源的赋予

是政府的德政的话，那么这种德政本身存在一个悖

论，与原住汉族社区比较，如果德政下苦聪人新社

区的发展好于汉族社区，那么汉族社区终将承担形

式资源分配中的失落，如果这一德政未能使苦聪人

的生活达到汉族社区的水平 （或者基于土地等实

质资源的占有差别，苦聪人从根本上失去了达到汉

人社区生活水平的可能），迁入新村的苦聪人便必

须面对实质资源占有中的失落感。两者都可能导致

村落社会族群矛盾的激化，如２００８年，有苦聪新

村民众和当地民众曾因果林地的原因发生冲突，多

人致伤。这是苦聪新村建村后与当地居民生存空间

争夺的结果，但必须指出的是，矛盾的暴露并不是

坏事，因为族际的冲突往往能够以成文或不成文的

方式确立族群的文化边界，使不同的民族能最终以

共生的方式参与公共生活，因此是不同民族文化之

间相互融合的必然过程。

镇沅县政府在调和形式资源与实质资源占有不

均可能导致的矛盾方面显示出了极好的管理艺术。

那便是用文化的和谐机制弥合资源配置中可能存在

的不均，进而促进多族群聚居村落的资源共享与相

互帮扶。在这个过程中，县政府非常重视苦聪新村

苦聪文化传统的再造与文化的融合。如用汉人和苦

聪人都喜闻乐见的 “跳歌”“打陀螺”等文化娱乐

形式促进新旧村落之间的文化交流，同时运用共同

培训、共同劳务输出的方式解决村落中劳务过剩等

问题。这事实上提出了一种新的发展视角，也就是

地方文化与价值观的建设一定要寓于民众琐碎而丰

富的日常生活中。换句话说，地方文化与价值观念

的建设，有必要从地方民俗与民艺入手，因为地方

民俗遗产的蕴含正是文化核心与族群认同的根源，

是历来各族人民生生不息的精神与信仰所系，而真

正的拉祜族的山地文化与艺术仍然存活于本族民众

的日常生活中，如果拉祜族传统文化得不到稳固的

传承，失去了文化的中坚力量和民族 （区域）文

化的认同，就意味着文化传统的急剧中断，如果得

不到有效传承的承诺，不能在乡土大地上重新获得

民俗的力量，苦聪人整个族群社会就没有幸福感

可言。

在文化相互碰撞和商品经济的刺激下，一些传

统文化逐渐融汇贯通，如苦聪人逐渐接受汉人供奉

家神的传统，也在自己家的正堂里贴上家神纸等

等。而族际的通婚也随着文化交流的深入最终达

成。随着２００８年一期当地汉人迎娶苦聪人的婚礼

展开，两个族群间的交融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

社区文化的创造中，最需要说明的是市场的力量，

与旧社区形成鲜明的对比，新社区无论是农产品的

生产与消费都极具商品生产与消费的特征。正如人

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指出，商品的选择本身不是

在商品上进行的，而是在商品消费背后的消费模式

间进行的。消费者在消费活动中知道他们在消费某

一种商品时，其自身已经属于相应的文化系统的部

分，并且也接受被教化的过程。［４］苦聪人在新社区

生产什么，以及什么样的消费方式可以方便又实惠

等问题，得向当地原住民学习；另一方面，市场规

律也使得新居民与原住民共处于公平、互不干涉的

共生体系下，这也是和谐最终确立的基础。

家庭史的调查在考察民族身份认同与族群关系

方面意义极大，因为家庭不仅是个人从自我走向社

会的枢纽，也是一个族群从远古走向现代新陈代谢

的细胞。依据被调查户的家族史来看，族群的文化

界线本身不是铁板一块，很大程度上被赋予了选择

的可能。以被调查的常氏为例，常氏祖先为千家寨

汉人。清朝同治咸丰年间，千家寨是一个人丁繁盛

的村落，地理位置处于景东、镇沅、新平三地的交

界点，属于典型的三难管之地，景东府派人催粮，

村民称已缴纳给镇沅府，镇沅府派人催粮，称已经

交给新平县。后官方于水源处下毒，村落便衰败。

常氏本姓唐，从千家寨逃出后为常氏苦聪人所救，

遂改常姓。另外，一些迁入前苦聪人与汉人通婚的

家庭，最终选择将子女的族群身份选择为苦聪人。

这些案例显示出，民族身份在一定成分上的变更并

不影响日常生活的进程，对于绝大多数的族民而

言，日常生活本身才是文化生活的根本。族群身份

的构建必然寓于日常生活合理性的重构之中。

六、发展之路———本土资源的整合与共同致富

贫困问题是苦聪人问题的核心。当然，贫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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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不仅指经济社会发展的滞后和生活水平的低

下，还在于个人与社群在时代的变迁中调试的艰

难。地方政府在解决贫困问题上主要从族群经济资

本、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的积累的假设进行扶贫政

策的制定，这与以往直接给钱、给粮的补救方式截

然不同。

经过调查，苦聪新村的非农收入来源主要是：

打工和经商，这两方面的收入来源都与社会关系网

络密不可分。福兴村苦聪人收入社会关系网络是建

立在 “个体—婚姻—家族—政府”基础上的。在

这个意义上，苦聪人的非农业收入本身极具政府扶

持的意味，其可持续性正在经受考验。移民新村居

民要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向先进民

族学习现代化科学技术，将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科

技结合在一起。

镇沅县政府在整个扶贫项目实施的过程中发现，

土地偏少对于农民而言是个永恒的难题，于是提出

了培养有文化的农民的工作思路。就是在普通农户

培养有社会关系、技术、经商能力、胆识的乡间知

识群体，帮助他们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致富，为

其他民众的致富做出引导。福兴村委作为苦聪人扶

贫政策的直接落实者，以一园两基地为依托，合理

引导蔬菜、水果、姬松茸的种植，并引导苦聪人就

地开展农家乐建设，帮助苦聪人尽快脱贫致富。积

极推进 “公司＋合作社＋企业＋农户”的生产经营

模式，努力促进市场与生产要素的结合。

基于苦聪人的文化传统，生态环境以及全球

化、市场化的社会发展趋势，苦聪新村民族社区的

发展最终还是应该适应于新的地域生态环境，植根

于民族文化遗产，参照历史条件，积极吸收外来知

识、技术及制度，进行自觉性的创造。在新的自然

条件及社会环境下，需要培育社会交往及发展经济

的能力，学习现代先进的农业种植及养殖技术，不

断提高生产、经营和管理水平，走向规模化、专业

化的产业化方向。

福兴苦聪新村的发展过程中，文化的创造与发

展是一个显著的现象。苦聪人的日常生活形式，是

寓于其民族生境多元化与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之上

的，因此任何发展计划如果不考虑当地的文化生境

及特点，就难以取得效果。现在大规模的国际国内

发展项目 （例如乡村公共卫生与疾病防治项目）

很难取得成效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这些项目无视当

地民众的生境与习俗。因此，苦聪新村的发展最终

要求传统力量的价值得到承认，为苦聪人的文化生

存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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